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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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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思维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存在的问题在于法院仅仅以尊重公司
自治为由驳回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并不妥当。目前法院所遭遇的困局不仅与对公司自治
的误解有关，也与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的立法疏漏有关。公司自治原则存在边界，不能与公
司正义原则相违背。法院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现行公司法存在的制度漏洞在司法
裁判中加以弥补。借鉴美、德等国经验，可以看出，强制性盈余分配纠纷案件不能仅有撤销
之诉，对这类纠纷的司法审查标准、董事及控制股东的被告地位、盈余分配的具体数额应当
明确。对于胡克案，法院应当判决强制公司盈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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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余分配请求权是重要的股东权利［１］。在我

国，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盈余分配纠纷①日益频繁，出

现了许多股东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直接向法院请

求公司盈余分配的案件。在这此案件中，法院是否

应当支持股东的强制盈余请求？学术界存在争议，

不同法院也有不同的做法②，在实践中产生了困惑。

究竟该如何处理才妥当呢？本文结合最高法院的

一则判决，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

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胡克案的疑问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

配纠纷案”（以下简称“胡克案”）是涉及股东盈余分

配的著名案例［２］。

两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是：河南思维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思维公司”）于１９９８

年４月２９日成立，胡克等四人为发起人，每人出资

７５万元，注册资金为３００万元，其公司章程规定的

盈余分配制度与公司法的规定相同。该公司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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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盈余分配权，有的称为“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有的
称为“公司红利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
规定》的规定，这类纠纷称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据此，本文称为
“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

如针对“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
纷案”，一审与二审有不同意见。再如《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
院（２００６）都民二初字第３７０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粤高法民二终字第１１０号民事裁定书》，对原告不予支持；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３）常民二初字第１６４号民事判决
书》，则对类似案件的原告予以支持。



年度的企业财务会计报表载明，截止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底，该公司未分配利润（历年）期末数为１０３　８１２

６７９．６４元，资本公积金期末数为３４　８０３　６６８．２６元，

盈余公积金期末数为６３　３５１　８７１．２９元。２００５年３

月３日，胡克以河南思维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拒不

向股东分红、损害股东利益为由，向河南省高级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公司向其分红４　０００万元。

河南高院认为，河南思维公司有巨额利润而长期拒

不向股东分配，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特别是在股东

之间发生纠纷时，损害了占股比例较小的股东的利

益。故该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据１９９３年公司法第

３３条的规定，以２００４年底未分配利润期末数为基

数，按照２５％的持股比例，胡克应分配到２５　９５３

１６９．９１元。①

河南思维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１９９３年公司法第

３８条和第４６条的规定②，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分配方

案应由公司董事会制订并由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因此，在河南思维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未就公司利

润分配作出决议之前，胡克以股东身份直接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分配公司利润，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

支持。由于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

属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策权范畴，原审判决认定

思维公司有巨额利润而长期拒不向股东分配损害

了占股比例较小的股东的利益，并据此迳行判决公

司向股东分配利润，不符合公司利润分配的法律规

定，应当予以纠正。”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判决的核心观点是：公司

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公司董事会、股

东会决策权范畴，法院不予干预。所以，在公司董

事会、股东会未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决议之

前，公司股东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司向

股东分配利润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但存

在的疑问是：面对公司巨额盈余，自公司成立以来

拒不分配，小股东不能取得分文利润，小股东投资

公司的获利目的显然难以实现。如何才能实现其

投资公司的期待呢？而最高人民法院以属于公司

自治为由驳回起诉是否妥当呢？如果不妥当，应该

如何处理呢？怎样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呢？

　　二、股东盈余分配诉讼的主要类型与区分处理

　　根据股东是否基于公司股东会盈余分配决议

所提出的分配请求，股东的盈余分配纠纷可以分为

以下几种：

类型Ⅰ：基于股东会决议提出的盈余分配请求

纠纷。即公司股东会已经就某一会计年度作出公

司盈余分配决议，但是公司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向

股东予以支付，股东基于决议向法院提起给付某一

具体盈余分配额的诉讼。

类型Ⅱ：非基于股东会决议提出的盈余分配请

求纠纷。具体可以分为：一是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

议，自然就不存在任何公司决议；二是，虽然召开了

股东会，但股东会议做出不分配盈余的决议。例

如，本案属于这类诉讼。

类型Ⅲ：因认为股东会决议不合适所提出的盈

余分配请求纠纷。具体可分为：１．分配数额过少。

也就是说，公司股东会虽然做出了盈余分配的决

议，但是股东认为，与当年的公司盈余相比，用于分

配的公司利润明显过低，向法院提取的诉讼。例

如，美国著名的Ｄｏｄｇｅ案、Ｚｉｄｅｌｌ　ｖ．Ｚｉｄｅｌｌ案都属于

这一类型。２．盈余分配方式不当。一般而言，公司

盈余分配的方式可以有：现金、财产、普通股、优先

股、债权、甚至威士忌（控酒的战争期间）［３］。例如，

公司用非现金方式支付当年盈余，股东对此提起的

诉讼。

就类型Ⅰ而言，由于公司已经作出分配盈余的

决议，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已经转化为数额明确

的债权，所以可以获得法院的支持。这在理论与实

践上都没有争议，本文不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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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院认为，胡克要求对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作为
公司盈余分配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以及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修订后的公司法亦保留了
上述内容。



但是，关于类型Ⅱ，股东没有股东会议的决议作

为基础，是否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强制公司分配盈

余呢？或者说，法院是否应该支持该股东的强制盈

余分配请求呢？这在我国的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

都存在很大争议，具体讲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

点认为，股东没有公司股东会议的决议作为依据，

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另一种观点认为，未经公司

股东会决议的请求，也可以获得法律支持。关于类

型Ⅲ，我国较少涉及，但美国存在这样的案例。类型

Ⅱ与类型Ⅲ具有相似性，本文主要对这两类诉讼进

行研究。

　　三、法院对非基于公司决议的盈余分配诉讼不

予支持的理由

　　公司股东会没有就公司盈余分配作出决议，直

接向法院起诉要求分配一定数额的盈余，许多法院

不予支持①，其理由主要有：

（一）理念上的理由：公司自治原则

事实上，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胡克案”等案

件可以清晰地看出，法院的重要理由是：是否对公

司盈余进行分配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法院不应干

预。也就是说，与公司的外部行为不同，公司盈余

分配属于公司内部事务，法院不能干预。公司盈余

是否应该分配，是否应该留下发展基金，分配的比

例如何等都属于公司商业上的判断范畴，应该遵循

商事判断规则。相对于公司董事等管理层而言，法

官对商事判断属于外行，是无法做出妥当判断的。

只有公司董事、公司经理才是商场上的专家，法官

介入公司事务不但不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与社

会效果，反而会损害公司效率损害公司利益。法官

应该严守“公司自治”的原则，不能越界。

（二）具体制度上的理由

１．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性质具有特殊性

许多国家、地区的通说认为，股东盈余分配请

求权可以分为抽象意义上的请求权与具体意义上

的请求权［４］。抽象意义上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是指

公司在每个会记年度进行决算，向股东进行盈余分

配，股东可以接受盈余的抽象的权利。具体意义上

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是指公司股东会对有关盈余分

配事项已经做出决定时，股东所享有的分配请求

权。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与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

的性 质 是 不 同 的。前 者 属 于 股 权 中 的 固 有

权［４］４７０－４７１，属于股东的一种期待权［５］。超过合理的

范围或期间剥夺或限制该项权利，即使通过股东大

会的多数决也是不允许的［４］４７１。而后者属于债

权［４］４７２，属于盈余分派给付请求权［６］。

但是，德国有的学者认为盈余分配请求权属于

债权，该权利在两个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在公司

作出分红决议之前，分红请求权只是一项未来的、

数额不确定的债权。而在公司作出决议之后，该权

利成为数额确定的到期债权［７］。美国也认为这是

一种债权。公司盈余分配决议一旦通过，董事会无

权撤回决议，除非其盈余没有合法授权或者突发灾

害使分红变得不恰当［３］５２０。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虽然不同国家或者地

区的学者对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性质认识有些许不

同，但其基本见解却是相同的。据此，有的学者进

一步认为，具体意义上的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是可

诉的，因为其是具有确定数额的到期债权；而抽象

意义上的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是不可诉的，因为它

是不具有确定数额的未来债权。

２．股东盈余分配需经决议程序作出

我国《公司法》第３７条规定，有限公司股东会

行使的职权包括“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

弥补亏损方案”。该法第４６条规定，董事会对股东

会负责，行使“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

损方案”等职权。据此，有人认为，公司盈余分配必

须要经董事会提出方案，并经股东会批准；决定公

司是否分配利润的决定权属于股东会，未经股东会

决议，股东无法直接行使盈余分配请求权［８］。

３．存在其他替代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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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不予支持包括：不予受理；受理后驳回起诉等。例
如，邯郸中院等部分法院在民事立案标准中规定，公司未作分红决
议前，对股东提起的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不予受理。



我国《公司法》第７１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

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而

且，如果符合一定条件，股东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

人转让股权。此外，该法第７４条还规定，在某些情

形下，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

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所以，有人认

为，处于困境中的小股东提起强制盈余分配的诉讼

并不可取，相反，应该采取其他替代性措施。这些

措施包括要求公司回购、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等［８］７９。

　　四、法院一概不予支持可能与公司正义原则相

冲突

　　在法院的诸多判决中，表面上看似充足的理由

似乎是尊重公司自治。但是，如果因为这属于公司

自治而法院不加干预，是否违背公司正义原则呢？

（一）公司自治不能违背公司正义

公司自治原则的确是公司法上的重要原则，它

要求司法机构在处理公司问题时充分尊重公司的

自我决定。但是，公司自治原则并不是公司法所遵

循的唯一原则。公司法作为法律，同样需要遵循法

律正义的基本价值［９］。也就是说，除了公司自治之

外，公司法还应该遵循公司正义原则。没有公司自

治原则，公司法这座大厦就会没有根基，但没有公

司正义原则，让公司自治原则无限膨胀，公司法整

个大厦就会倾覆；所以，公司自治原则与公司正义

原则是公司法的两个重要支柱，两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

公司正义原则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合同自由与

合同正义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中得到启示。众所

周知，合同法是自由的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合

同自治是其基本原则。但是，法律并非不干预，在

合同自由原则之外，还存在公序良俗原则。更有学

者指出，合同正义原则的历史比合同自由原则更为

悠久。欧洲契约法的主要历史潮流是，从中世纪到

１９世纪前半叶，契约正义的观点处于支配地位，而

１９世纪后半叶开始强调契约自由，而进入２０世纪

之后又开始重新重视契约正义的实现［１０］。在现代

社会，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是并列的基本原

理［１０］１５４。事实上，合同正义原则作为合同法的指导

性原则，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合同法的发展与适用。

我国合同法也不例外，无时无处不体现着该原则的

存在。例如，我国《合同法》第５２条对无效合同的

干预，第５４条对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干预，第

１１４条第２款对约定违约金的干预，都可以看到合

同正义原则的存在。

同样，公司正义原则也存在于公司法的每一个

角落。例如，我国《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规定的法

人人格否认就是适例。在通常情形之下，公司具有

独立人格，债权人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

相对性，股东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债权人不能

请求股东清偿债务。但是，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

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则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这种“非常规性”的法律规范体现的就是公

司正义原则。又如，董事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

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由于董事与公司

之间存在较为特殊的关系，公司一般不愿对董事提

起诉讼。为保护公司利益，《公司法》第１５１条允许

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名义对董事提起诉讼。

显然，如果依据公司自治原则，是否对董事提起诉

讼是公司内部事务，属于公司自治范围，应该由董

事会决定。但是，这显然又与公司正义原则相违

背，正是公司正义原则才有可能把“股东派生诉讼

制度”镶嵌到公司法中来。总之，公司正义原则与

公司自治原则一样，是公司法的重要原则，正是两

种不同原则之间的互相促进与互相制约，才能促进

公司法的发展。

（二）替代性救济措施不一定可行

有的法院指出，对股东行使强制盈余分配请求

权不予支持，是因为还存在其他替代性救济措

施［１１］。所谓的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主要就是股东

行使退股权。该替代性救济措施是否可行呢？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７４条的规定，股东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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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股权需要符合以下条件：１．实体条件，即：公司连

续５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５年连续盈

利，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２．程序条

件，即：有的股东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如

果符合这些条件，行使退股权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

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自股东会会议决议

通过之日起６０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

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

９０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但是，这种替代性措施并不一定可取。这是因

为：１．行使退股权需要符合严格实体条件（例如，连

续５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与程序条件，寻求救济

的股东不一定能够符合这一条件，难以实现其目

的。２．即使小股东有意通过行使退股权来实现其

营利目的，但是公司并一定愿意配合股东来购买其

股权，使其目的难以实现。３．对小股东的救济目的

不一定能够通过行使退股权真正实现。例如，他可

能只想分取红利而不想离开公司，行使退股权与其

真正目的并不一致。４．从立法目的来看，立法者有

义务制订较为完备的法律，为股东提供多种救济途

径，让不同的法律制度发挥不同的功能，让股东有

多种选择的机会。这才符合私法自治的真谛。

总之，要求小股东避开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选

择其他方式进行救济的观点只能是建议者的一厢

情愿，而对具体的小股东来说，由于其存在复杂的

时空背景，并不一定可取。当然，如果小股东愿意

以行使退股权等措施来保护自己则另当别论了。

（三）公司正义原则要求司法适度干预

从公司实践看，处于现实经营活动中的公司是

极为复杂的。剖析公司盈余分配制度中的利益构

造，我们可以发现：在公司盈余分配上，一方面中小

股东分不到利润，另一方面在公司任职的控制股东

凭借其任职机会，获取高额薪资。这与公司正义原

则相违背。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这与我们的理论

假设有关。我们在进行公司立法时，均假设所有股

东的利益都是一致的，是整体意义上的股东。其

实，一个公司中的股东既有相同的属性，也有不同

的属性，甚至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完全冲突的。所

以，公司法规范股东问题时，一方面，既要重视共

性，忽视其差异性，给予股东同等对待；另一方面，

又要重视其差异性，忽视其共性，对不同股东差别

对待。从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伴随着权力性这

一规律的发现，法律应该禁止控制股东权利滥用，

并且赋予其对小股东的必要义务。

正是这种从“普遍意义上”的抽象股东到“具体

意义上”的“有差异”的股东的转变，从保护处于社

会劣势地位者的利益出发，需要贯彻公司正义原

则，对公司盈余分配行为进行必要干预。事实上，

一些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例如，在美国，长期以来

都承认股东有权向法院起诉不公平的盈余分配政

策［１２］。又如，《德国股份法》第２５４条明文规定，符

合一定条件的股东有权获得不低于４％的利率。

就公司盈余分配制度而言，公司自治原则应该

受到尊重，但对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也应该予

以恰当关照，防止公司大股东或管理层滥用权利损

害小股东利益。公司实践与法律现实是复杂的，这

更要求处于复杂案件中的法官能够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１３］。也就是说，法院应该看到其真实的一

面，摆脱形式主义，放弃概念法学，在具体的事实背

景之下，适度追求实质正义。

　　五、现行股东盈余分配制度的立法疏漏：忽视

小股东利益保护

　　（一）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的利益结构

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直接涉及公司本身、管理

层、股东、债权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

系可以分解为公司与管理层之间、公司与股东之

间、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管理层

与债权人之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等不同的法律关

系，而且这些法律关系又往往交叉在一起，使问题

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些关系中，股东与债权人之间

的关系需要借由公司这一中介进行传达与输送，所

以，公司处于这些关系的核心地位，也是所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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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载体。由于公司并不是自然人，是法律所拟

制的人，其意志需要通过其代理人行使，董事、经理

等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就至为关键。而且，这些种类

众多的复杂关系，可以大别为两类，即对内关系与

对外关系。公司（含公司管理层）与债权人的关系

为对外关系，其他关系为对内关系。由于公司与债

权人的关系属于对外关系，容易受到公司的侵害，

需要法律加以特别规范，以保护债权人利益。所

以，公司盈余分配制度在对这些复杂关系的处理

上，主要是从债权人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考量的。

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的复杂利益结构关系，见下表：

（二）强调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我国《公司法》第１６６条规定，公司税后利润应

依照下列顺序依次分配，即：弥补公司亏损、提取法

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以及支付普通股股利。

而且，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的，公司在提取当年的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

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

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３４条①

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

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

配的除外。第１６６条还规定，股东会、股东大会或

者董事会违反这一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

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可见，这里着重规定了

公司的可分配的盈余额度。正如“周慧君诉嘉兴市

大都市置业有限公司、嘉兴大都市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盈余分配权纠纷”案所指出的，公司分配盈余，应

当以确有可分配利润为前提②。而且，如果公司违

反规定给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退还给公司，

从而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债务。所以，从

本条的立法设计看，是从公司可分配盈余额的角度

规定了债权相对于股权具有优先地位，债权人利益

可以获得比公司、股东更为优先的保护。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规定与我国公司

法的规定相同或类似，都强调对公司债权人的保

护。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的规定与祖国大

陆《公司法》的规定相一致。③ 又如，《日本公司法

典》第４５４－４６５条也是从保护公司债权人角度对

公司盈余分配做了类似规定。美国、英国、德国等

国家的公司法的规定也与此相同。应该说，给予债

权人保护的立法指导思想基本是可取的。

（三）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的漏洞：忽视对小股东

利益的恰当保护

从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盈余分配的法律规定

看，主要是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限制公司进行盈

余分配。但是，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的利益结构已经

清晰地显示，不仅应该对公司与债权人的外部关系

加以规范，而且应该对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

作出规范。这些内部关系涉及公司治理的根本

问题。

其实，在公司内部，股东这一群体内部也存在

相当大的差异性。在大多数国家中，大量企业存在

着控制股东［１４］。小股东与控制股东在公司中的地

位是不同的，控制股东处于强者地位，小股东处于

弱者地位。而且，他们在利益分配上也会有不同倾

向或者意见。小股东常常会受到控制股东的压制，

使其利益受损或得不到保护。有人认为，世界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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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公司法第３４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
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

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

认缴出资的除外。

参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５）嘉民二初字第１５１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５）浙民二终字第２８８号。

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２３２条规定非弥补亏损及依本
法规定提出法定盈余公积后，不得分派股息及红利。公司无盈余
时，不得分派股息及红利。但法定盈余公积已超过实收资本额百分
之五十时，得以其超过部分派充股息及红利。公司负责人违反第一
项或前项规定分派股息及红利时，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并科新台币六万元以下罚金。该法第２３３条违反前条规定分
派股息及红利时，公司之债权人，得请求退还，并得请求赔偿因此所
受之损害。



多数公司的主要代理成本问题是控制股东掠夺小

股东［１４］。同时，由于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利益

也存在冲突。换言之，控制公司财产的管理层基于

各种利己的目的，可能会对公司或者股东的利益造

成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原则经常面临挑

战。由于公司董事等人选往往是由控制股东决定

的，所以大股东与小股东的矛盾也可能转化为小股

东与管理层的冲突，受到公司控制股东与管理层的

压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债权人一样，小股东利

益也应当获得法律的适当关注与保护，避免受到公

司管理层或控制股东的压制。

在美国，闭锁公司小股东经常遭受大股东或者

管理层的压制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①。闭锁公司的控制股东

或者管理层限制分配股利、拒绝给小股东投资回报

是压制小股东的典型方式之一［１５］。当小股东无法

分取红利而利益受损时，除了采取转让所持股份、

请求解散公司等救济措施外，可以通过起诉董事、

控制股东等违反信义义务而强制公司分配盈余。

而且，相对于解散公司等较为激烈的救济措施，这

种救济方式更为常见。此外，德国也有类似的

制度。

这是因为，公司毕竟与公益性企业不同，它的

最大特点在于其营利性。所谓营利性，是指公司不

但要积极地获取利润，并且要把利润分配给股东。

这与非营利性的其他组织是不同的。作为非营利

性组织，并不是追求利润，法律可以把规范的重点

放在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上。从公司盈余分配制度

的利益结构的解剖中可以看出，公司法需要对股东

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作出规范。有的国家

甚至在法律中规定一定比例的强制性股利分配。②

所以，当公司存在巨额盈余而公司基于不恰当目的

而故意不分配，致使股东投资公司的目的难以实现

时，应当允许股东直接向法院提起盈余分配之诉。

显然，从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的立法模式看，

其规范的对象是一般情形。但是社会是复杂的，可

能存在许多立法者所无法预见的情形。也就是说，

还可能存在“一般”之外的“例外”［１３］１４０－１４４。我国公

司立法并没有预见到“公司存在巨额盈余但不予分

配”的情况，没有对股东的强制盈余分配之诉加以

规范是公司法的一大漏洞。但是，由于这一漏洞具

有一定的“隐蔽性”，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例如，韩

国公司法也未对这一情形作出规定，有学者早已指

出这是该国公司法上的一个漏洞［１６］。如何规范溢

出立法者预见的“例外”情形呢？这需要司法者发

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具体案件，弥补法律漏洞，做出

妥当裁判。

　　六、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救济的具体问题

　　目前，我国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主要争议在

于：多年连续盈利，但多年未分任何盈余所提起的

诉讼。就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诉讼的具体问题，美

国、德国等有较为成熟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经

验，可资借鉴。

（一）公司类型对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影响

在美国，相对于公开公司而言，法院更愿意对

闭锁公司的股东给予盈余分配的救济［１７］。在我国，

公司可以分为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相对于有限

公司而言，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较为自由。如果股

东对公司行为不满，可以采取“用脚投票”方式离开

公司进行自救。上市公司的股份流通更为方便，而

且其红利分配制度也较为完善。但对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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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一词，在公司法上是指公司（特别是闭锁公司）

董事或者控制人对小股东的不公平对待。（参见：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
Ｂｌａｃｋ＇ｓ　Ｌａｗ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９ｔｈ［Ｍ］．２００９，ｐ．１２０３．）压制又与Ｓｑｕｅｅｚｅ－
ｏｕｔ、Ｆｏｒｃｅｏｕｔ存在密切联系。有人认为，Ｓｑｕｅｅｚｅｏｕｔ包括Ｆｒｅｅｚｅｏｕｔ
和Ｆｏｒｃｅｏｕｔ，其中，Ｆｒｅｅｚｅｏｕｔ是指以不让小股东参加公司股利分配
的方式，迫使其以不利条件向大股东出售或购买股份。Ｆｏｒｃｅｓｏｕｔ是
指大股东通过操纵公司基本结构来消除小股东的利益，例如大股东
把公司资产出售给自己控制的公司。（参见：Ｌｅｗｉｅｓ　Ｄ．Ｓｏｌｏｍｏｎ，

Ａｌａｎ　Ｒ．Ｐａｌｍｉｔｅ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３ｒｄ，Ｃｈｉｎａ　Ｆ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ｐ．４８７．）

例如，巴西规定上市公司将公司当期净利润的５０％作为红
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给股东，智利为３０％，哥伦比亚为５０％，厄瓜多
尔为５０％，希腊为３５％，乌拉圭为２０％。（参见：Ｒａｆａｅｌ　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　Ｌｏｐｅｚ－ｄｅ　Ｓｉｌａｎｅｓ，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Ｒｏｂｅｒｔ　Ｗ．Ｖｉｓｈｎ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８，１０６（６），ｐ．
１１３０－１１３１．）



的分红状况也不能过于乐观。为此，自２００１年的

《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号）

起，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都出台很多规定，鼓励上市公司建立长期分红政

策，给投资者以现金回报。特别是２０１２年５月，中

国证监会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落实现金分红制度。这

些规定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２号》等

规范性文件相结合，实际上具有了强制分配公司盈

余的性质。所以，股东强制盈余分配之诉更多发生

于有限公司，也需要较股份公司获得更积极的

保护。①

（二）诉的种类：不能局限于撤销之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当股东会违反章程的

规定过分提取公积金，而不分配股利或者很少分配

股利并以其作为压榨小股东手段时，受害股东可以

申请法院对该决议予以撤销［１８］。的确，《德国股份

法》第２５４条有类似规定，如果根据理性商人的判

断，即使为了确保可预见的一定时期内公司在经济

上和财务上的生存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也没有必要

设立盈余公积金或者将利润结转到下一年度，并将

红利分配率降至股本的４％以下，那么股东就可提

起公司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１９］。另外，《德国有限

公司法》第２９条也规定，公司如果以董事会、股东

会决议的方式将某一年度所有利润转设为盈余公

积金或者作为盈余结转，记入下一年度的账目，则

少数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２０］。可见，股东

提起撤销之诉是一种可行的选项。

但是，股东强制盈余分配之诉不能局限于撤销

之诉。这是因为，撤销之诉本身具有局限性，并不

适合所有案件。根据我国《公司法》第２２条第２款

的规定，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的有两种情

形：一是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二是决议内

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如果属于这两种情形之一的，

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６０日内，请求人民法

院撤销。就股东强制盈余分配纠纷而言，存在以下

情形：１．如果年度股东会议根本没有召开，虽然违

反了公司法的程序性规定，但不存在撤销的对象，

股东并不适合提起撤销之诉。２．如果公司已经作

出不分配或少分配股利的决议，其决议程序并不违

法，而且其决议内容也没有违反公司章程，股东也

不能提起撤销之诉。其实，这两种情形的妥当诉讼

种类是，股东向法院提起强制分配诉讼或者强制分

配适当盈余额的诉讼。例如，作为判例法国家的美

国就允许股东向法院提起强制诉讼，Ｄｏｄｇｅ案与

Ｚｉｄｅｌｌ案就是适例。所以，除了撤销之诉外，对强制

盈余分配纠纷还应允许强制分配之诉或者强制分

配适当盈余额之诉。

（三）董事、控制股东的被告地位

在美国，正如Ｄｏｄｇｅ案所表明的那样，董事、控

制股东与公司一起可以成为共同被告。与美国不

同，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是：由董事会制订盈余分

配方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这里存在的主

要疑问有：１．是否可从公司控制人、董事的角度加

以规范？的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会是

盈余分配的决定机构，而董事会并不是最后决定机

构。但是，从公司的实际运营看，真正其决定性作

用的仍然是控制股东与公司董事。所以，对控制股

东与董事加以法律规范是必要的。２．什么是董事

的信义义务？我国《公司法》第１４７条第１款规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

勤勉义务。这一规定，通常被解释为董事等管理层

的信义义务。也就是说，赋予董事在公司盈余分配

上某些义务，并不违反公司法的本意，也不违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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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请求分配利
润并提供证据证明公司有盈利但长期不分配，且大股东利用其控制
地位，滥用多数表决权，压榨小股东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判决公司依
照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分配利润。有学者认为，基于上市公
司分红存在的问题，只赋予有限公司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是片面地
杜绝上市公司股东获得救济的最后途径。（参见：朱芸阳，王保树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的自治与强制———以股利代理成本理论为
逻辑基础［Ｊ］．现代法学，２０１３，（２）：１６９）．



们对管理层的期待。但是，对董事等管理层的责任

也不能过重，否则法院会成为事后“诸葛亮”，反而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商事裁判规则对董事

加以保护。由于我国缺少商事判断规则的明确规

定，在赋予其义务时需要注意平衡，不要赋予董事

过重的义务与责任。３．控制股东也对小股东承担

信义义务吗？虽然我国公司法没有关于控制股东

的信义义务的规定，但是有关于禁止控制股东权利

滥用的规定。该法第２０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与民商

法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

原则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控制股东与董事一样对

小股东承担信义义务符合惯常处理方法。例如，美

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一直把董事的信义义务沿用到

控制股东上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董事（或者控制股东）在公司盈余分配诉讼中

是否需要参加诉讼？目前，我国没有明确董事作为

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只有董事长作为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而且也不是被告。其理由

主要有：（１）长期以来的民商法理论认为，公司作为

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董事、董事会等只是公司的

内部机构，是其构成部分，并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身

份。反映到民事诉讼法上，董事长、董事、控制股东

等就不能成为诉讼参加人。（２）盈余分配请求权指

向的是公司对股东的分配义务，股东之间并无相互

向对方支付红利的义务，董事也不向股东支付红

利［２１］。其实，这一思路与公司法的实践是不相符

的，需要修改。

我认为，董事应该作为共同被告参加到公司诉

讼中来。这是由公司诉讼的特殊性决定的。虽然

股东会是所谓的决策机构，但是真正在盈余分配上

发挥作用的是董事与控制股东。董事等参加诉讼，

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做出公正裁判；有利于公司

执行法院判决，防止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而且，把

董事与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是有充分的民事诉讼法

理依据的：其一，股东可以直接以董事为被告。根

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

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而对于被告，我国采取了

与原告不同的认定标准，被告只需明确即可。《民

事诉讼法》第１２１条规定，起诉状应该写明当事人

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可见，对被

告的确认，采取的是“表示说”，摈弃了适格当事人

的判断标准［２２］。其二，董事与公司的行为之间存在

一定的联系，其中一人在诉讼中的作为或者不作

为，会对其他被告产生作用，具有“牵连性”。这种

牵连性主要表现在：（１）主张共通原则。共同被告

中的一人所提出的主张，如果对其他共同被告有

利，而其他共同被告对此又不表示反对的，其效力

及于其他人。（２）证据共通原则。共同被告中的一

人所提出的证据，可以作为对其他共同被告所主张

的事实进行认定的证据。也就是说，该证据可以作

为共同被告的共同证据。（３）抗辩共通原则［２３］。如

果被告中的一人所作的抗辩足以否定原告主张的

权利，法院可以考虑将该抗辩视为全体被告对原告

的抗辩。实际上，在我国审判活动中存在将公司的

控制股东作为被告的案例。例如，在“周慧君诉嘉

兴市大都市置业有限公司、嘉兴大都市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中，控制股东与公司一起

为共同被告①。所以，赋予董事（控制股东）被告地

位是合适的。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被告方败诉，作为被告的

董事、控制股东并不与公司承担相同的责任。有人

认为，如果控制股东与公司成为共同被告，就要承

担连带责任。而公司法并未规定股东对公司的盈

余分配负有连带责任。所以，让控制股东成为被告

于法无据［２４］。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存在问题的。其

实，决定某一诉讼事件，其当事人是否适格，应就该

具体事件，原告所主张的诉讼标的在其所起诉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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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上上：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

① 一审：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５）嘉民二初字第１５１号；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５）浙民二终字第２８８号。



事人之间是否适当且有意义作为判断标准，与法院

的审理结果、原告所争执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否存

在无关［２５］。换言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概念与实体

法上权利义务所归属的当事人并无必然的联系［２６］。

例如，《担保法司法解释》第１２５条规定，“一般保证

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提起诉讼的，人民

法院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

讼。但是，应当在判决书中明确在对债务人财产依

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可见，虽然将债务人与保证人作为共同被

告，但是法院在判决书中应明确在对债务人依法强

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才由保证人承担保证

责任。类似的情形，董事与公司虽然同为被告，但

在诉讼中的地位是各自独立的，法院可以形成内容

不同的判决。

有人认为，可以将董事（或控制股东）作为第三

人参加民事诉讼。我认为，董事不能成为第三人。

这是因为：第三人可以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５６条第１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

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据此，有

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相当于原告。

他既不同意原告的主张，也不同意被告的主张，他

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以独立的身份向法院

提起了一个新的诉讼。他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也

承担原告的诉讼义务［２３］１８６。显然，董事不符合有独

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构成要件，不能成为这一类型的

第三人。同样，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第２

款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含义是指，对当事

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

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

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

所谓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实质是该第三人与本

诉讼的当事人存在另一法律关系，而且本诉讼当事

人争议的法律关系和该第三人与本诉讼当事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牵连性［２３］１８８。而且，由于

董事在诉讼过程中与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密切相关，

如果只享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不

利于公司利益的保护与查明案情。

（四）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之诉的司法审查

与我国的公司制度不同，美国公司的决定盈余

分配权力属于董事会。在美国，股东的强制盈余分

配请求权往往与小股东遭受压制联系在一起。但

是，究竟什么是压制，美国法律留给法院通过司法

实践去认定。过去２０年，“对股东合理期待的拒

绝”成为判断是否构成压制的标准［２７］。对于压制，

美国可以对公司与公司董事提起强制性的盈余分

配之诉。基于公司董事对股东承担的信义义务，小

股东往往以董事违反信义义务为由起诉。

在公司法上，董事（或者控制股东）对小股东负

有诚信义务与公平对待义务。如果公司作出不分

配或者少分配盈余的决议是恶意的，就可以强制分

配公司盈余。但是，与处理其他公司事物一样，董

事可以获得商事判断规则的保护［２８］。所以，就盈余

分配政策而言，如果其决定是善意作出的，反映了

公司正当商业目的，而不是控制股东将来的私人利

益，那就可以免责。Ｇａｙ　ｖ．Ｇａｙｓ’Ｓｕｐ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ｃ．案指出，要使司法干预合法，需要证明董事会不

分配盈余的决定构成欺诈、恶意或者滥用决定权

（ａｎ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２９］。也就是说，法院的任务

是处理不法行为（Ｗｒｏｎｇｓ），而非处理相互竞争的不

同商业利益。没有欺诈、没有恶意、没有违反信义

义务、不存在滥用决定权，就没有不法行为［２９］。

什么是董事或者控制股东的恶意呢？美国主

要是通过法院的判例来发展的，判例与判例之间也

存在细小差异。美国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ｖ．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案指

出，判断恶意的基本标准是董事是否把私人利益凌

驾于公司利益之上［３０］。但同时认为，关于恶意，并

没有什么绝对可靠的标准。以下事实与恶意有关，

可以作为恶意的证据：控制股东对小股东的深刻敌

意；排斥小股东在公司就业；对管理层的高工资、高

奖金以及公司对其进行高额贷款；巨额盈余分配将

导致控制方缴纳高额个人所得税；董事存在以尽可

能低的价格获得小股东的股份等。但是，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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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ｓ），他们也不构成法律上的

“恶意”［３０］。

有人认为，在涉及盈余分配的案件中，关键性

的因素是公司储备着巨额的不合理现金。这一储

备只可能解释为控制多数派股东的恶意［３１］。著名

的案例是Ｄｏｄｇｅ　ｖ．Ｆｏｒｄ　Ｍｏｔｏｒ　Ｃｏ．案［３２］。在该案

中，原告股东是Ｆｏｒｄ汽车公司的两位小股东，而大

股东Ｈｅｎｒｙ　Ｆｏｒｄ则持有５８％股份并控制该公司。

１９１６年该公司获得巨额利润，其可分配盈余额高达

６千万美元，但实际上仅仅分配了３百万美元，仅占

可分配盈余额的５％。令人吃惊的是，１０多年来，

平均每年的实际分配利润占可分配额的４５％，而且

１９１６年的可分配额却是１９１４年、１９１５年的大约２

倍［３３］。但是１９１７年，公司董事会却决定该年度的

公司利润用于扩展生产工厂、降低汽车价格，不给

公司股东分发红利。原告Ｄｏｄｇｅｓ提起诉讼，初审

法院判决禁止公司扩建生产工厂，并命令公司支付

１９　２７５　３８４．９６美元用于分派红利，约占公司当年可

分配利润的３２％。但是，密歇根最高法院维持初审

法院分红判决，撤销其他判决。又如在 Ｍｉｌｌｅｒ　ｖ．

Ｍａｇｌｉｎｅ　Ｉｎｃ．案中，法院认为，多数派股东给自己支

付巨额奖金，公司存储了大量的工作资金，是一种

过多过剩的工作资金，判令给股东分配盈余［３４］。

关于“恶意”的举证责任在原告一方，这是适用

商事裁判规则的必然结果。在美国的Ｚｉｄｅｌｌ　ｖ．

Ｚｉｄｅｌｌ案［３５］中，原告是公司的离职股东，其他股东则

在公司中担任董事等重要职位，原告与其他大股东

之间存在矛盾，公司支付给这些担任职位的股东的

薪资与奖金非常大方，但他无法享受薪酬上的利

益。为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提高１９７４年度的

公司盈余分配额度。但是，被告解释了其保守的盈

余分配政策是基于：公司提升硬件的需要，公司可

能重建主要工厂的需要，用现金支付大额存货的需

要，重建近于报废的船坞的需要，资金紧张时应付

银行短期借款的需要。被告还证明，１９７３年与１９７４

年高额的利润是因为不寻常的经济环境所带来的，

而这一经济环境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原告要求被

告提供会计报表等材料加以证明，但是法院认为应

该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不承担举证责任，驳

回了原告起诉。有人认为，正如Ｚｉｄｅｌｌ　Ｖ．Ｚｉｄｅｌｌ案

所表明，商事裁判规则与股份多数决导向的传统偏

见依然留给多数派股东实质性决定权［３６］。小股东

的举证困难有时还与公司的经营状况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面对经营业绩突出的公司，正如 Ｃｏｏｋｉｅｓ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ｃ　ｖ．Ｌａｋｅｓ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ｎｇ，Ｉｎｃ．案［３７］所表明，即使由董事与控制股东承担

其所作决议对公司是否公平的举证责任，小股东也

会遭遇败诉。但是，对公司小股东而言，起诉“公司

控制人违反信义义务”毕竟是一种救济途径。最近

３０多年来，一些法院对处于困境中的小股东施以更

多同情，已经加强了公司董事等人的信义义务［３８］。

（五）“多年未分配”是董事失职的重要证据

超过合理的范围或者期间剥夺或者限制股东

的盈余分配权利，即使通过股东大会的多数决也是

不允许的［４］４７１。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与股东年

会制度密切相关。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有限公司股东会不是每年

召开，股份公司每年要召开股东大会［３９］。这种观点

并不符合公司法的精神，是不正确的。通说认为，

股份公司每年有一次会议，有限公司每年也应该召

开至少一次股东会会议［４０］。我支持这一说法。因

为，我国现行《公司法》第３７条第１款第５项与第６

项、第９９条的规定，股东会的职权是审议批准公司

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

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与此相呼应，第

４６条第１款第４项与第５项、第１０８条第４款规

定，董事会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

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属

于董事会的职权。而且，《公司法》第１６４条第１款

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

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而《会计

法》第１１条规定，会计年度自公历１月１日起至１２

月３１日止。《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４４

条第２款规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及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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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注和其他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的相

关信息和资料。《会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

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报表。可见，虽

然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规定有限公司应该每年

召开一次会议，但是可以从《公司法》与《会计法》的

相关规定中推导出来。

实际上，我国的股东年会规则也与先进国家的

规定相一致。例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７．０３节

规定，如果在公司会计年度结束后６个月或者上次

年度会议后１５个月（以两者中较早的一个时间为

准）公司年会未能召开的，基于任何有权参加年会

的股东的申请，法院可以要求公司召开股东会议。

不论是有限公司还是股份公司，每年都应该召

开股东会，并且就上一会计年度的利润分配（分不

分，分多少）与弥补亏损做出决议。这是董事会与

股东会的职责所在。就职责的本质而言，其内容并

不仅仅是权力，更是含有义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相对于西方国家每年的股东年会后就可以提起诉

讼的制度相比，如果公司多年来获得巨额盈余，但

不召开股东会议或者未作出利润分配决议，受害小

股东更应该获得法律保护。董事会不召开会议等

事实本身，就是其失职的重要证据。

（六）公司盈余分配具体数额的确定

股东行使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必然涉及公司

应分配盈余的具体数额。关于公司盈余分配的具

体数额，法院能否干预呢？如果可以，如何干预呢？

有人认为，法官不是商人，是无法确定盈余分配具

体数额的，让法院介入该具体数额的确定并不合

适。也有人认为，应该允许直接判令公司分配股

利，包括根据商务经营惯例确定具体的分配

数额［４１］。

我认为，法院可以确定具体的可分配盈余额。

公司自治并不是排除法院干预的充分理由。就像

在合同法领域，虽然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

则，但是合同法并不禁止法院的干预。例如，《合同

法》第１１４条第２款规定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

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

减少。”其实，确定可分配盈余额的实质是证据问

题，可以根据证据规则加以确定。根据我国《公司

法》、《会计法》等确立的会计准则，以及《民事诉讼

法》等确立的证据规则，法院是有能力进行干预的。

具体而言：

１．确定最高盈余分配额

也就是说，公司分配利润应该以有可分配利润

为法定前提［４２］。根据我国《公司法》第１６６条的规

定，公司获取的当年税后利润，不能全部用于分配

股利。其需要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后才

能进行分配。所以，公司的最高盈余分配额＝税后

利润―公司亏损―公积金（主要是法定公积金）。

２．确定最低盈余分配额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会有权决定提

取一定数额的任意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的数

额直接影响股东实际可以获得分配的数额。一方

面需要考虑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考

虑股东分取适当红利的需要。对此，德国《股份法》

第２５４条规定，如果根据理性商人的判断，即使为

了确保可预见的一定时期内公司在经济上和财务

上的生存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也没有必要设立盈余

公积金或者将利润结转到下一年度，并将红利分配

率降至股本的４％以下，那么股东就可提起公司股

东会决议撤销之诉［１９］。可见，公司资本金４％是最

低的盈余分配比例。此外，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

第２９条不是强制性规定，没有规定盈余分配的最

低限额。但是有人指出，这会危及少数股东的利

益，建议无论如何应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一个最低股

息率［７］６１１，并认为应该将《股份法》第２５４条的规定

作为判断分配最低红利的适当标准［７］６１０。

我国没有规定最低分配额，由于公司的盈余分

配通常是按年度进行的，所以可以参照１年期的银

行定期存贷款利率为基准加以确定。我国目前大

多数银行的１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３．１５％左右，１

年期的贷款利率为６％左右。股东向公司出资，在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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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向上更类似于银行向公司贷款，而且其风险

一般比贷款更大。在我国的实际贷款活动中，公司

对银行付出的综合成本会远远高于显性的６％利

率。所以，如果公司年度可分配盈余率较高时，按

照６％的１年期贷款利率作为最低分配额是合适

的。当然，这不是绝对的，需要与具体的案情相

结合。

３．参考上市公司分红比例

中国证监会２００６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对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做了量化规

定。该《办法》第８条第（５）项规定，最近三年以现

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２０％。２００８年颁布的《关

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规定，

将其修改为：“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可见，有限公司按照年度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左右进行盈余分配具有较大的合理性。

４．可以委托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审计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７６条规定，当事人可以

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

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

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

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

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可

见，原被告双方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进行

审计。双方达不成协议，法院可以委托审计事务

所、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出鉴定意见。在我国

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都是委托审计机构提出专

业意见的。所以，在最高盈余分配额与最低盈余分

配额之间，结合原告与公司的具体情况是可以确定

合理的分配数额的。

　　七、结论

　　在“胡克案”中，河南思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注册资本仅为３００万元的公司已经累积盈余１亿

多元，另有资本公积金约３５００万元与盈余公积金

６３００多万元，公司累积总额高达注册资本的６７倍。

但是，自该公司成立６年多以来竟然未向股东胡克

分派１分钱的利润。显然，这是违背公司正义原则

的，法院对胡克提出的诉讼请求应该予以支持。

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日益频繁，我国法院越来越

倾向于以公司自治的名义而不加干预，限制了小股

东正当权利的行使。这与公司正义的基本精神并

不符合。在公司自治与公司正义的关系上，我们一

方面尊重公司自治，法院不宜多管闲事；但另一方

面，公司自治不是画地为牢，更不能排斥法院干预。

公司不是准慈善机构（ｓｅｍｉ－ｅｌｅｅｍｏｓｙｎ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而是商业机构。股东设立公司、经营公司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董事或者控制股东应

该围绕这一目的行使自己权利，不能用减少利润或

者不分配利润的方法去实现其他不正当目的。所

以，法院对受害股东给予救济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

开放的。

造成目前司法实践的困局，既与对公司自治的

误解有关，也与公司立法的疏漏有关。这需要法官

面对复杂案件，能够积极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切

实弥补公司法漏洞，抛弃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对立

的不正确观点，谨慎处理公司自治与公司正义的关

系，妥当保护小股东利益。也就是说，公司盈余分

配纠纷案件是极为复杂的，不能因为属于公司自治

的简单理由而不予支持，法院应该坚持公司自治与

公司正义并重的原则，遵循情境主义原则，紧密结

合具体案件的事实、逻辑、价值，采取具体案件具体

分析的个案利益衡量方法，最终决定是否干

预［４３］。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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